
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 

濮 灵 

【提要】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首先， 

它在对诸多史学思潮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也发展 了苏联 

史学的党性原则；其次，它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工具，史 

学工作者皆致力于阐释历史发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 

作用，也倾注了史家个人的情怀；再次，它秉承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治史传统，在“论从 

史出”和“设馆修史”等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关键词】 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化 

所谓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指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 

力号召和具体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其以 

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学术风格而直接影响、乃至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El后中国 

发展的路径，从而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渊源。延安时期是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学术风格。本文主要是探讨后者，以展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和 

风格。 

一

、史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一 方面，延安时期，唯物史观最终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考方式和价值尺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近代以来诸多史学思潮为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维方式和话语 

体系，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产物。同时，它深受苏联斯 

大林时期史学，尤其是党性原则的影响。 

1．对诸多史学思潮的兼收并蓄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近百年以来中国史学与西方文 

化碰撞的产物。 

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0BKS015)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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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本身即是在批判和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虽 

然批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 

产物”①，但也继承了他的思辨精神。所以当其主张从经济领域着手研究人类社会的同时， 

也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马 

克斯恩格斯曾批评兰克是“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只会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 

事件归为琐碎小事，但他们并不反对兰克学派所宣扬的如实直书精神；对于兰克学派将历 

史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做法，他们虽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但是最终也认可了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⑧。因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的延 

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然也可以从中找到西方史学研究的影子。 

从对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梳理中亦可寻找到痕迹。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 

即被不断引进，并被用以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延续将近200年 

的三大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相对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乎被同时介绍到 

中国，以致中国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而中国史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亦“正 

与一般政治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时学说纷纭，莫 

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⑧其实战国时期诸子思想尖锐对峙的背后即已存 

在着自觉的兼容与合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 

之间便恰若战国诸子，出发点和建构模式均趋一致——皆是为了救亡图存以及掌握学术话 

语权，亦皆可视作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混合及杂糅。笔者以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能与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能够长期共存的原因，亦更是“七七事变之后，史学界 

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⑤的根源所在。 

在众多史学思潮相互激荡、融合的20世纪前期，由于受到多元选择和兼收并蓄这一中 

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也会对西方史学 

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有所借鉴。 

2．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虽然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西方史学东渐之旅的驿站之一，然而这一时期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却普遍恪守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正如叶蠖生所指出的，抗日战 

争以来，“唯物史观成为一般的前进历史学者所公认的历史科学的唯一法则”，“辩证唯物 

主义成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方法，唯物史观学派逐渐走向主导的地位”⑥。那么，究竟是什么 

原因使得这些史学工作者一致认为，以往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都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的发 

展并解释其变化的规律，而只能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呢? 

首先，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曾一度致力于使史学研究切合现实需要。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94页。 

《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卷，第42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 338页。 

何炳松：《通史新义 ·白序》，商务印书馆 1930年版，第 11页。 

蒯 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衡》1941年第4辑。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同文化))1941年第 3卷第2、3期合 f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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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Et本昭和政府的文部省强行将神话解释为历史，其御用文人又大肆鼓吹“万世一系”的 

天皇制统治和“日本至上”的神国论的皇国史观，东方社会“停滞”论亦成为日军发动侵华 

战争的最好借口。在此刺激下，史学工作者加紧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的历史与 

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当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以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为 

了批驳三民主义“装饰下的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 

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①，史学工作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纷纷撰 

文，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武装人民、批判敌人。 

其次，延安史学的发展受到了苏联斯大林时期史学的影响。一方面，延安与苏联原本 

即存有基本一致的意识形态，而史学研究往往又为政治导向所左右。另一方面，中共中央 

亟需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援助，这就决定了前者必须拥护斯大林的思想主张，而 

延安的史学工作者也必须接受斯大林时期史学研究的“范式”。由于德波林学派被斯大林 

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末，当斯大林发动以 

批判德波林学派为核心的史学界清洗运动后，唯心主义自然也就成为延安中共中央及其史 

学工作者所要集中批判的对象。如毛泽东曾指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 

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 

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②唯物史观 

成了批判唯心主义最好的武器。 

第三，延安整风运动固化了史学工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了研究历史也应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观点。而在《如何研究中 

共党史》的讲话中，又为全党指出了“古今中外法”这一不同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 

股的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 

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三部历史文集，在全党范围内掀起学 

习中共党史热潮的同时，也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了王明等人的错误，诸如主观主义 

和教条主义等，从而将唯物史观直接灌输给了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每一位中共党员。中 

共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 

方法的典范。⑧唯物史观从此成为了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评判历史发展是否进步、以及保 

障中国史学研究科学性的唯一依据。 

3．发展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收了西方史学的合理性之后，除了坚持唯物史观 

的基本立场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这不仅是由当时的苏共关系 

及革命形势所致，亦更与延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受教育的背景密不可分。 

当时，陈伯达、吴玉章、吴亮平和杨松等延安时期的史学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的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而该所学校的教育和培训，对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 

① 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解放 日报)1943年8月 11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29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987页。 



30 史学理论研究 2013年第 1期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在苏联支持下，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革命者及加强 

中苏关系而建立的学校，后来则逐渐演变为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党团组织和培训学校。该校 

除设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等相关历史课程外，还更注重具体的训练以 

保证思想上的纯粹与单一。据蒋经国回忆当时的训练方式即有：“(1)自我批评。个人要 

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代，自我检讨，自我批评。(2)连环监视。参加 

组织的，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节，脱节就要受到严厉 

的批评和处罚。(3)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都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 

查。(4)参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①于是，经过身体和精 

神双重洗礼的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自然便能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是“苏联模 

式”来阐释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进行中共党史研究。 

斯大林时期的史学研究，一方面是遵循自上而下的指示，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 

简明教程》作为“党史研究的标准”②；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歪曲历史、 

唯党是从。受其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格外强调党性原则，既会根据《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固定党史研究的“范式”与评价标准，亦会行个人崇拜之风，“一 

字之褒，荣于华衮”。其中，也杂存着许多为后来史学家所诟病的问题。 

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可发现，其对历史问题的总结无论是逻辑框架还是 

价值判断都紧紧扣住了政党史学的宗旨：夺取政权时革命斗争须和历史学家凭借话语而 

相互信赖，而巩固政权时则要从革命史学转化为国家史学或某种通俗版本的纪念史学。 

《决议》便是将许多好事都挂在了毛泽东的名下，却对其错误忽略不计；就连毛泽东自己 

也解释为“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⑧。当然大局虽得以顾全，但也为 

日后的个人崇拜埋下了伏笔。譬如在陈伯达眼中，毛泽东即已演化为料事如神的预言 

家，“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起的十年内战期间内，几乎全部历史都活跃在一九三O 

年一月毛泽东同志所写的纸上了”④。陈伯达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延安时期大部分史学家的 

观点。 

当然，个人崇拜于史学论著中的出现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亦有身为共产党员 

的信仰使然。当时延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又被 

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因而在战时背 

景下，党性修养越强的史学工作者，就越可能在其论著中出现个人崇拜的倾向，也越有可能 

因为夸大其词而背离历史的真相。只能说是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通过党员教育而不断内 

化于延安史学工作者的认知结构中，而由此形成的一致认同则又直接作用于延安时期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1984年版，第 40、41页。 

杰弗里 ·巴勒克拉夫 ：杨豫泽，《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284页。 

陈伯达：《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出版社不详，1945年版，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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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研究为中国革命与抗 日战争服务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度成了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有力工具， 

因其不仅需要迎战日本侵略者的应用史学与皇国史观，还需要回击民族主义者的复古思 

潮，以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合法性。史学研究被三条主线所贯穿始终，史学工作 

者强烈的史家情怀亦被嵌入了史书的字里行间。 

1．史学思想有三条主线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有志于弥补中国传统史学的 

三大缺憾，“第一，他们都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第二，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 

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第三，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 

础)”①。因而他们的史学思想也是由三条主线所构成，基本上都是围绕于历史事件的社会 

根源与阶级根源左右，且更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所谓社会根源，就是指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探索社会根源的前提在于把握人 

类社会的演进规律，而唯物史观又使史学工作者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经历从低级到 

高级的自然发展阶段。于是，他们才得以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即争论不休的中国社会 

性质问题进行总结。如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指出：自1840年 

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为驳斥秋泽修二的东方社会“停滞”论提 

供了理论武器。如吕振羽在 1939年至1940年先后撰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问题》等 
一 系列文章，驳斥秋泽修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用政治形态而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 

立统一的生产方式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用外在矛盾而非内因来根本上解决中国 

社会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延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著作中也都贯串了阶级斗争的主线。 

“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的是研究一定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研究阶级斗争， 

研究怎样消灭阶级以达到无阶级的社会。”②因而发现敌人与消灭敌人，便成为这一时期史 

学工作者史学思想的第二注释。例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便不再是对诸子之学按 

照学术流派分门别类进行研究，而是视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斗 

争与利害冲突。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也是开宗明义：“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 

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试看过去经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 

经学斗争史。”⑧至于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一经问世就在国统区遭受严禁，还是因为宣扬阶 

①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 日报))1941年 11月20日。 

② 吴玉章：《在苏联》，《吴玉章文集》(下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2页。 

③ 范文澜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第 265、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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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的缘故，“国民党发出通令：‘范书宣传阶级斗争，混淆视听，可恨可恶，务必取 

缔。”’①范文澜自己也宣称该书宗旨为：“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人民，和 

农民如何被迫起义。”②这些却都给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打上了明显的政治 

烙印。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眼中，不论是要促进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 

速度，还是要消除“三座大山”之于贫苦大众身上的残酷剥削与压迫，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这 
一 历史主体的力量。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掌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只有依靠人民 

群众，才能最终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于是，所谓的治世便“不是‘圣君贤相’施行 

仁政的结果，而是农民起义的产物”⑧；生气蓬勃的工农群众因为具备“伟大团结的民族思 

想”和“勇敢坚韧的反抗精神”⑧，因而堪称帝国主义“瓜分论”的命运终结者；甚至本应以阶 

级矛盾为主的辛亥革命和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抗日战争也可被诠释为农民斗争的再现。如 

在陈伯达所撰写的《论农民问题》一书，他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朝廷的成功，无疑地是因 

有农民的参加和帮助”，“九一八以后，东北各地义勇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战争，其中 

的成份，最大部分就是由农民组成的”。⑤毛泽东给周扬的信中也指出：“所谓民主主义的 

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 

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⑥这些论述 

对农民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以这三条主线为代表的史学思想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纵使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力会随 

着抗日战争的到来而转向批判卖国主义，但是其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 

却从未放弃。 

2．史家情感嵌入历史书写 

战时背景下的延安史学工作者，出于斗争的需要，而将强烈的史家情怀嵌入了史书的 

字里行间，以致通篇史书给人的感觉都是火药味十足。 

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范文澜即不仅运用拟人手法来批判满清统治者的腐化堕落， 

“满清统治者的肺腑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便被贿赂熏染得秽浊不堪”⑦；还借用翁同 

的点评来揭露列强的残暴与诡诈，“法公使每次提出要求，先替清政府拟就承认文件，不准 

改动一字，翁同 称为‘鬼’、‘犬’，以表示深恶痛绝”，“英公使态度也异常蛮横，翁同觫说 

他‘贪如狼，狠如羊，其狡猾不下于施贼’(法国公使施阿兰)”⑧；更使用恩格斯的话语来赞 

颂中国人民坚韧不屈的反抗精神，“凡英国侵略军所到的地方，一定有人民反侵略武装出来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刘大年)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礼 1979年版，第2页。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巾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847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 l3页。 

范文澜：《中陶近代史》(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l5页。 

陈伯达：《论农民问题》，新知书店 1946年版，第 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 }I央义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 259页。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22贞。 

范文澜：《巾国近代史》(上册)，第 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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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恩格斯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须知战争多半也是一种实际事务——华人远胜 

于一切东方民族’(《英人对华的新侵略》)，就是因为中国人民有特别坚韧的反抗精神”①。 

总体而言，这段跨度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记叙能够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史学家鲜 

明的喜怒好恶与情感波动。 

如范文澜所撰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便是将蒋介石影射为了曾国藩，作者 

写道：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 

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安内攘外’ 

路线的第一个大师”；他不仅丝毫没有民族思想，更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 

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②又如陈伯达的《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同样亦是在影射 

蒋介石：“作为一种政治的象征来说，袁世凯在现实的政治中，仍然高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而由于发展的结果，现实的袁世凯，在手段的残酷与阴毒上，终究远远地超过了已死的袁世 

凯。”⑧这样的史学虽被赋予了超级战斗力，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作用，但是其真实性 

也大打折扣。史家情感对史书真实性的影响，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 

发展时期。 

三、秉承史学传统之余的学术创新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是一脉相承的。更为 

可贵的是，战时背景下的延安史学工作者在借鉴古人“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经验的 

基础上，还提出了自己独有的学术见解和学术旨趣。 

1．“论从史出”传统的发扬 

秉笔直书与承敝易变的史者精神历来是中国史家引以为傲的使命所在和智慧体现，而 

“论从史出”恰恰又是解答这一史学命题的最基本步骤。因而，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 

学工作者也担负起历史研究的职责和重任后，如何选择史料和运用史料也就成了他们一度 

争论不休的话题。 

史书撰写过程中，“纸上材料”和“地下发掘”谁才是真正的主宰?一场古史分期争鸣， 

触发了延安史学工作者对于史料选择与运用的深入探讨。 

1940年范文澜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与吕振羽、吴玉章一起批驳郭沫若 

的西周奴隶说。为此，考古学家尹达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应该以甲骨文字和遗迹遗物 

等考古发掘为依据来判定社会性质，而不能一味相信古籍。因为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于 

删写之际很可能将当代社会生活的成分混入”，尤其是范文澜所参考的还是一份错简，误将 

“战国时代的作品作为研究殷商社会的史料”④。尹达对纸上材料的怀疑很快便引来了谢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58页。 

② 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解放 日报)1944年7月25、26日。 

③ 陈伯达：《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晋察冀日报社1946年版，第3页。 

④ 尹达：《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第 2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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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和叶蠖生的先后反对。谢华批评尹达的史学研究方法是“一种很幼稚的用甲骨文来反对 

古书的办法”①；而叶蠖生亦指出即使是考古发掘也不能完全信赖，因为“发掘成果还很小， 

所发掘的遗址半在盗掘破坏之后”②。之后尹达又撰文进行了反驳，继续强调考古史料的 

重要性③。 

其实古史分期的争论至今学术界尚无定论，然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却借 

此机会系统地表述了自己关于史料运用的主张。叶蠖生后来即将史料划分为了地下发现 

的古器物和遗址，金石记录，各代的笔记、游记、诗文集，各种有关历史的小说和专门的历史 

著作这五种，同时也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史料真伪的判断理由以及合理运用史料的相关 

见解： 

首先，甲骨文已经成了“死体”文字，考证者尚各执一词，毋论一般学者；其次，铜器铭 

文、碑志易被伪造，也即有大量赝品；第三，诗文笔记常有过分夸大，易误传、失真，也有后人 

伪造；第四，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历史著作，都存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为统治者辩护；第五， 

旧史著作的许多部分因为注重贵族生活和宫廷政变而非社会情形，因而在今天用处很小； 

第六，史料的保存很不平衡，政治多于经济、汉族多于少数民族、文学多于艺术、对外战争多 

于对外贸易、贵族生活多于人民疾苦、成文材料多于发掘材料；最后，原始史料不符合现代 

读者的口味，即使可贵也不得不大量删却。④ 

笔者以为，不论是尹达等关于“纸上材料”和“地下发掘”谁为主次的争论，还是叶蠖 

生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将史学工作者对于史料选择及运用的疑惑与思考及时总结出来，都 

反映出延安史学工作者在对待史料时的小心谨慎。战时背景下的他们，不仅很好地继承 

了“论从史出”这一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其实也更为后人重新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殿堂 

的大门。 

2．“设馆修史”下的集体合作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被组织于固定的治史机构之中以进行统一的史学研 

究与写作，如延安马列学院及其历史研究室，以及延安中央研究院及其相关研究室。其实， 

这些治史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具有古人“设馆修史”的印记。 

其一，设馆修史的最大好处即在于史料采择的周全与完备、史家集体撰述的规模效益 

与各抒所长，而延安时期的治史机构便恰恰做到了集众人之力，也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延 

安地区十分有限的学术资源。《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就是范例，范文澜接到毛泽东的任 

务后，便立即召开了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全体会议，并讨论决定采取分工合作和集体创作 

的办法。当然，史学工作者的分工合作也还解决了“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的史家难题。 

从延安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的研究与工作计划即可看出，基本上都是按照史学工作者自 

身的兴趣专长来安排各自的研究工作的。而如此便能集中各人优势以在史学研究的各个 

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1940年第 2卷第4期。 

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礼会形态之研究》，《【}1国文化》1941年第 2卷第 6期。 

尹达：《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 1期。 

参见叶蠖生《埘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1941年第1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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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铸造新的学术“范式”，更可用崭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去填补系统治史的空 

白。 

其二，设馆修史也有流弊。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有大量论述：一来史家 

集体著史，难免有碍个人独立思考，众史家“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 

无法再铸一家之言。二者官设史馆，实录、直书皆无可能，“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 

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与之类似，延安时期的治史机构中其实也存在着种种限制，无 

论是学术之争，还是治史的前提与目的。如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杨绍萱主张西周仍 

是奴隶社会，而范文澜“却比较自信，不轻易接受不同意见”①，这就导致杨绍萱不愿合作， 

而当范文澜自己写好初稿并向大家征求意见时，多数人也就不愿意表示看法了。又如在从 

事史学研究时，历史研究室的史学工作者始终不忘的即是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尤其是王实 

味事件和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事上。每当政治浪潮袭来，史学政治化的特征便 

格外明显。 

然而，较之于古代史馆，延安时期的治史机构取得了长足进步：既不再是为帝王将相姓 

编写家谱，也不再是仅知个人而忘记群体，即注重对人民群众生产和斗争活动的记载。同 

时，也不仅体现在史学工作者的史书编纂上，还体现于他们的教学工作之上。研究对象的 

重大改变、通俗史学读物的编写、教员课堂传授历史知识以及学员课内外的讨论切磋等等， 

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从而击碎了那曾一度高高在上、被人焚香供养的史学神像。新型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在延安地区迅速普及开来，正是因为两所治史机构承担了其中 

的主要环节。它们的有机运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研工作迅速发展，达成了为政治 

服务的目的，而且为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推动了中 

国史学的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 
一 环，亦更是后人从中汲取智慧与灵感、进而把握克里奥女神脉搏的精神源泉。 

(作者濮灵，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2) 

(责任编辑：吴 英) 

(责任校对：张文涛) 

① 叶蠖生 ：《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温济泽、李言、金紫光、翟定一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 71页。 


